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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减缓效应:理论与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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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空间上密集的经济活动比空间上分散的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为

深刻与复杂ꎬ在环境规制日益严厉的背景下ꎬ研究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规律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ꎮ 本文在经典的 “自由资本” 模型基础上ꎬ构建一

个包含环境规制、污染排放、跨境污染和部门间生产负外部性因素在内的新经济地

理学模型ꎬ深入分析产业集聚对污染排放的影响ꎮ 利用广义矩模型和门槛回归方法

检验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及其门槛效应ꎬ利用敏感性分析方法检测 ＳＯ２

估计的稳健性ꎮ 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具有边际污染排放递减规

律ꎬ由此导致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ꎻ环境规制导致环境污染抑制效应ꎬ与产

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存在联动效应ꎻ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存在明显

的门槛效应ꎮ 因此ꎬ提出政策建议为:加快提升产业集聚发展水平ꎬ实行差别化的产

业集聚发展战略ꎬ构建更为严厉的环境规制体系ꎮ

关键词:产业集聚ꎻ环境污染减缓效应ꎻ新经济地理学

一、引言

经济活动在本质上具有空间集聚的特征ꎬ产业集聚是经济活动的普遍现象(朱英明ꎬ２００３)ꎮ

正如 １９９４ 年«经济学家»论述的那样ꎬ甚至最新的产业也正遵守地理集中的老规则(Ｍａｌｍｂｅｒｇꎬ

１９９６)ꎮ 作为人类重要经济活动的产业集聚现象ꎬ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ꎬ因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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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上密集的经济活动比空间上分散的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为深刻与复杂ꎮ

伴随着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深入推进ꎬ产业集聚及其人口集中引发的环境问题ꎬ尤其

是城市大气环境问题ꎬ仍然令人不容乐观ꎮ 例如ꎬ三大重点产业集聚区中ꎬ京津冀和珠三角产

业集聚区所有城市均未达标ꎬ长三角产业集聚区仅舟山六项污染物全部达标(刘鉴强ꎬ２０１５)ꎮ

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产业集聚及其人口集中则是影响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幕后推手”

(王兴杰等ꎬ２０１５)ꎮ 伴随着中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时代”ꎬ产业集聚

及其引发的环境问题再次成为备受瞩目的重大问题ꎮ

在新时代下ꎬ产业集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将得到改善ꎬ产业的高质量集

聚发展格局将会逐渐形成ꎮ 在产业集聚发展格局转变过程中ꎬ一方面产业集聚促进地区经济增

长和产能扩张ꎬ增加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ꎬ污染排放增长趋势显著ꎬ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可

能不断加强ꎻ另一方面产业集聚引致的高生产率ꎬ将减少资源消耗ꎬ降低污染物排放ꎬ在严格的

环境规制下ꎬ增加环保治理投入ꎬ生态环境有可能得到改善ꎬ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可能不断

减弱ꎮ 那么ꎬ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存在何种规律? 环境政策对污染排放所起的作用如何? 产业

集聚的环境效应和环境规制的环境效应又存在何种关系? 对此又有什么政策启示? 对于污染

物排放量大面广ꎬ环境污染重ꎬ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仍处于高位排放ꎬ环境承载

能力超过或接近上限的中国而言①ꎬ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ꎬ对于新时代下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ꎬ做好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ꎬ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ꎮ

二、文献综述

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研究涉及环境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等学

科ꎬ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产业集聚的负环境效应、产业集聚的正环境效应以及产业集聚的复杂

环境效应这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ꎮ 下面ꎬ我们拟从这三个方面加以述评ꎮ

(一)产业集聚的负环境效应研究

目前ꎬ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ꎬ依然采用粗放式的集聚模式ꎬ区域产业集聚过程

引致的环境污染问题较为严峻ꎬ这引起了许多学者对产业集聚的环境问题的极大关注ꎮ 为

此ꎬ较多学者对产业集聚过程中的负环境效应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ꎮ

侯凤岐(２００８)区分区域内外两种情况ꎬ其研究结果是两类区域均出现了环境污染ꎬ相比

而言ꎬ区域外部的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更严重ꎮ 郑季良(２００８)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视角的

研究也发现ꎬ产业集聚引发环境污染ꎮ 丘兆逸(２０１２)则从国际垂直专业化集聚的角度进行研

究ꎬ结果表明超过集聚拐点后环境污染具有负效应ꎮ 与前述学者不同ꎬ张可和汪东芳(２０１４)

７８

①«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６〕６５ 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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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空间联立方程模型方法进行研究ꎬ也发现了经济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ꎮ 刘满凤和谢晗进

(２０１４)运用多个测度指标ꎬ通过空间相关性检验ꎬ证明了经济集聚导致污染集聚ꎮ 王磊等

(２０１８)基于不同的空间尺度的研究表明: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总体呈现非标准“倒

Ｕ 型”关系ꎬ再生资源产业集聚发展总体上加剧环境污染ꎮ 张俊(２０１８)的研究表明ꎬ虽然多样

化集聚有利于降低本辖区的环境污染ꎬ但临近地区的专业化集聚增加了本辖区污染排放ꎮ

Ｄｕｃ 等(２００７)对越南衲河流域的环境污染来源的研究发现ꎬ该河流的水污染主要是由该地区

集聚的工业废水有机碳、磷和氮等造成的ꎮ Ｃｈｅｎｇ (２０１６)发现ꎬ中国制造业集聚加剧了环境

污染ꎬ而环境污染则限制了制造业集聚ꎮ Ｌｉｕ 等(２０１７)将研究时段划分为“新常态”前后两个

不同阶段ꎬ研究结果表明ꎬ产业集聚加剧了工业污染水平ꎬ尽管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产业集

聚的环境负效应呈现出减弱趋势ꎮ

(二)产业集聚的正环境效应研究

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不仅存在负外部性ꎬ而且也存在正外部性ꎮ 为此ꎬ有些学者重点对

产业集聚的正环境效应进行了研究ꎮ

Ｚｅｎｇ 和 Ｚｈａｏ (２００９)在 Ｂａｌｄｗｉｎ 等 (２００３)的“自由资本”(ＦＣ)模型基础上ꎬ将跨部门和

跨界污染纳入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ꎬ研究表明ꎬ制造业集聚可以减轻“污染天堂”效应ꎬ环境

规制更严厉ꎬ“污染天堂”可能不会出现ꎮ 杨礼琼和李伟娜(２０１１)从两类不同集聚及其产生

的不同的外部性出发ꎬ得出了多样化和专业化集聚的正环境效应的结论ꎮ 闫逢柱等(２０１１)从

产业集聚的生命周期视角的研究发现ꎬ我国短期内的产业集聚发展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ꎮ 陆

铭和冯皓(２０１４)利用人口规模作为集聚水平的代理变量ꎬ得出了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

污染物质的排放强度ꎮ 刘习平和宋德勇(２０１３)采用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ꎬ对城市规模与集聚的环

境效应进行了研究ꎬ得出了我国城市规模与集聚的正环境效应成正相关关系的结论ꎮ 李勇刚

和张鹏(２０１３)构建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ꎬ从不同空间尺度进行研究ꎬ结果表明产业集聚的

确降低了环境污染ꎮ 李顺毅和王双进(２０１４)对三种主要污染物的研究表明ꎬ产业集聚能够减

少我国工业污染的排放ꎮ 周锐波和石思文(２０１８)构建联立方程考虑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

内生性ꎬ得出了我国产业集聚具有的知识共享及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ꎮ 刘宁宁

(２０１８)实证分析制造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ꎬ结果表明ꎬ专业化集聚对环

境污染的作用不明显ꎬ而多样化集聚能够缓解环境污染ꎮ

(三)产业集聚的复杂环境效应研究

产业集聚本身不仅具有发展阶段的差异特征ꎬ而且还具有明显的区域分异特征ꎬ因此ꎬ产

业集聚与环境污染间并未表现出线性关系ꎬ并未呈现出明确的正环境效应或者负环境效应ꎬ

而是表现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和区域异质性ꎮ 有些学者对产业集聚的这种复杂的环境效应

进行了探讨ꎮ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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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 Ｎ 型关系的研究ꎮ 李伟娜等(２０１０)的研究针对的是中国

的制造业集聚与大气污染及节能减排之间的关系ꎬ纪玉俊和邵泓增(２０１８)的研究考虑的是制

造业产业集聚对不同类型污染物排放的关系ꎮ 与前两位学者不同ꎬ雷社平等(２０１８)的研究对

象是陕西关中地区而不是全国ꎬ发现具有倒 Ｎ 型关系的是产业集聚的中期集聚阶段ꎮ 二是产

业集聚与环境污染间倒 Ｕ 型关系的研究ꎮ 李筱乐(２０１４)和杨仁发(２０１５)虽然都将集聚函数

引入到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Ｔａｙｌｏｒ 模型中ꎬ且门限变量不同ꎬ但是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间的倒 Ｕ 型关系

没有变化ꎮ 周明生和王帅(２０１８)以京津冀地区的城市为研究对象ꎬ考察制造业集聚以及制造

业与服务业协同集聚两种类型ꎬ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倒 Ｕ 型关系ꎮ 王

洁(２０１８)以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为门槛ꎬ发现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效果呈现出双

重门槛特征ꎬ整体表现为倒 Ｕ 型的非线性关系ꎮ Ｚｈｕ 和 Ｘｉａ (２０１８)得出的倒 Ｕ 型关系的结

论ꎬ是基于中国 ３０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ꎬ包含产业集聚和污染控制因素的一般均衡模型ꎬ并以

新型城市化为门槛变量ꎮ 三是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的区域异质性研究ꎮ 沈能(２０１４)的研究

表明ꎬ中西部大部分城市工业集聚对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规模负外部性ꎬ处于 Ｕ 型曲线的

下降阶段ꎻ东部大部分城市工业集聚对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马歇尔和雅各布斯正外部性ꎬ

接近 Ｕ 型曲线的上升阶段ꎮ 苏芳(２０１５)的研究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三大地区ꎬ得

出了经济发展水平越高ꎬ产业集聚的环境改善状况越好的结论ꎮ 此外ꎬ邵帅等(２０１９)扩展

Ｕｓｈｉｆｕｓａ 和 Ｔｏｍｏｈａｒａ(２０１３)的产出密度模型ꎬ对经济集聚对节能和减排两个维度的理论和实

证研究表明ꎬ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及人均碳排放之间均存在典型的倒 Ｎ 型曲线关系ꎬ而能

源强度与碳排放强度及人均碳排放之间存在典型的倒 Ｕ 型曲线关系ꎬ且能源强度可以成为经

济集聚影响碳排放的中介变量ꎮ

上述研究的共同特点是:第一ꎬ在理论研究上ꎬ大多数研究局限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ꎬ忽

视污染排放的跨境污染性及其行业间负外部性ꎬ缺乏环境规制的地区间互动性考虑ꎬ其所纳

入理论模型中的集聚指标是外生性的ꎮ 第二ꎬ在实证研究上ꎬ相关数据没有利用体现中国最

新环境规制政策的最新排污收费政策数据①ꎬ大多缺乏对其他污染物的敏感性分析ꎬ研究结论

的稳健性有待提高ꎮ 为此ꎬ本文试图完成以下两点贡献:第一ꎬ在理论分析上ꎬ立足于中国与

世界各国间高水平自由贸易的现实ꎬ从地区间环境规制互动视角ꎬ将环境规制、污染排放、跨

境污染和行业间生产负外部性等因素同时纳入到 Ｂａｌｄｗｉｎ 等(２００３)自由资本模型中ꎬ构建产

业集聚影响污染排放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ꎬ深入分析经济系统内生的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

应ꎮ 与邵帅等(２０１９)相比ꎬ本文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前者利用改进后的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 生产函

数的产出密度模型ꎬ而本文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的自由资本模型ꎻ二是前者采用宏观层面上单

９８

①我国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颁布的«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和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颁布的«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

法»均自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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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面积的非农产出作为经济集聚的水平的代理变量ꎬ而本文则采用微观层面上企业在特定区

域的数量来代表产业集聚水平ꎮ 第二ꎬ在实证研究上ꎬ研究时段数据取自实施新排污收费政

策后的十年间数据ꎬ使用多种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实证检验ꎬ并进行敏感性分析ꎬ提高了研究

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ꎮ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为理论模型ꎬ第四部分为计量模型设定、变量选

择、数据来源说明以及描述性分析ꎬ第五部分为计量检验的估计结果和敏感性分析ꎬ第六部分

为结论和启示ꎮ

三、理论模型

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特点:一是将对消费者的效用产生负面影响的污染排放引入到效

用函数中ꎬ以便考虑均衡时污染排放量的决定ꎻ二是在模型中引入了跨境污染下工业生产的负

外部性对环境敏感型行业(本文以下统称为“农业”)生产力的影响ꎬ即跨境污染下的行业间负外

部性ꎬ以便考虑行业间负外部性对企业污染排放和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ꎻ三是将环境规制因素

引入到模型中ꎬ以便充分考虑环境规制在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中所起的重要作用ꎮ

(一)基本设定

假设经济系统是一个 ２×２×２ 经济体:包含两个区域(北部 Ｎ 地区和南部 Ｓ 地区)、两个部

门(工业和“农业”)和两种生产要素(物质资本和劳动力)ꎮ 其中ꎬＮ 地区要素禀赋较高ꎬ市场

规模较大ꎬ企业数量较多ꎬ与发达国家相对应ꎻＳ 地区要素禀赋较低ꎬ市场规模较小ꎬ企业数量

较少ꎬ与中国相对应(吴福象、段巍ꎬ２０１７)ꎮ “农业”是以农业为代表ꎬ涵盖林业、渔业、生物医

药、旅游业等其他行业的环境敏感型行业ꎬ具有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和产品同质且零贸易

成本(自由贸易)的特点ꎮ Ｓ 和 Ｎ 地区农产品的价格是一样的ꎬ即 ｐ∗
Ａ ＝ ｐＡ ＝ １ꎮ 工业部门生产

差异化产品ꎬ以垄断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和冰山贸易成本为主要特征ꎬ一个单位的工业品运到

另一地区ꎬ必须运送 τ >１ 单位的工业品ꎮ 在两种要素中ꎬ资本可以在地区间自由流动ꎬ生产

活动的转移ꎬ主要受制于资本收益率ꎬ而劳动力在地区间不可流动ꎮ 资本所有者不能在地区

间流动ꎬ资本在另一个地区获得的收益被汇回所有者并供所有者在当地消费ꎮ 在整个经济系

统内ꎬ资本和劳动力的供给是固定的ꎬ其禀赋分别为 Ｋｗ 和 Ｌｗ ꎮ Ｓ 和 Ｎ 地区拥有的资本和劳动

力禀赋分别为 Ｋ∗ 和 Ｌ∗ 以及 Ｋ 和 Ｌ ①ꎬ其拥有的禀赋份额分别为 θ∗
Ｋ ( θ∗

Ｋ ＝ Ｋ∗ / Ｋｗ )和 θ∗
Ｌ

( θ∗
Ｌ ＝ Ｌ∗ / Ｌｗ )以及 θＫ ( θＫ ＝ Ｋ / Ｋｗ )和 θＬ ( θＬ ＝ Ｌ / Ｌｗ )ꎮ 每个工业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ꎬ每种

工业品的生产只需要一单位资本作为固定资本ꎬ整个经济系统生产的工业品种类数为 ｎｗ ꎬ其

中 Ｓ 和 Ｎ 地区分别生产的种类数为 ｎ∗ 和 ｎ ꎬ其相应的份额为 θ∗ ( θ∗ ＝ ｎ∗ / ｎｗ )和 θ ( θ ＝

０９

①本文在字母或变量的右上角加上符号“∗”表示 Ｓ 地区ꎬ不加该符号则表示 Ｎ 地区ꎮ



环境经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ｎ / ｎｗ )ꎮ 由于每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ꎬ且每种产品只使用一单位资本ꎬ所以每个地区的工

业企业数＝生产的产品种类数＝使用的资本单位数ꎮ 就整个经济系统而言ꎬ ｎｗ ＝ Ｋｗ ꎮ 因而ꎬ

θ∗ 和 θ 既是 Ｓ 和 Ｎ 地区实际使用的资本份额ꎬ又是 Ｓ 和 Ｎ 地区工业企业地区分布状况ꎮ 考

虑到微观层面的企业的区位选择反映在宏观层面就是产业的空间集聚ꎬ因此ꎬ本文将 θ∗ 和 θ

称之为 Ｓ 和 Ｎ 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的度量指标ꎮ

代表性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ꎮ 为了使模型简单易处理ꎬ本文假

设固定成本只包括资本ꎬ且每个企业只使用一单位资本作为固定成本ꎻ可变成本只包括劳动ꎬ

且每单位产出需要 ａ 单位劳动力ꎮ 此外ꎬ每个企业必须根据国家环境规制进行污染处理ꎮ 为

此ꎬ本文假设每个企业必须额外雇用一定数量的劳动力用于本企业的污染排放治理ꎬ且地区

环境规制越严厉ꎬ企业则需付出的额外劳动力越多ꎮ 具体来讲ꎬＳ 和 Ｎ 地区企业单位产出分

别需要 λ∗ 和 λ 单位额外劳动力用于污染治理ꎮ 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ꎬ污染和破坏环

境造成的损失由排放企业承担ꎬ因此 Ｓ 和 Ｎ 地区企业的总成本函数分别为 ｒ∗ ＋ (ａ ＋ λ∗)ｗ∗ｘ

和 ｒ ＋ (ａ ＋ λ)ｗｘ ꎬ其中 ｒ∗ 和 ｗ∗ 以及 ｒ 和 ｗ 分别是 Ｓ 和 Ｎ 地区中资本和劳动力的报酬ꎬｘ 是

企业的产出水平ꎮ

本文假设以 λ∗ 和 λ 反映的两地区的环境规制是外生给定的ꎬ地区政府制定环境规制后ꎬ

每个企业通过选择投入和产出来作出反应ꎮ 工业品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是跨界的ꎬ污染

排放的数量取决于两地区环境规制的严厉程度ꎮ 工业污染物排放不仅应影响到工业部门的

收益和消费者的效用ꎬ而且也产生跨部门的负外部性ꎬ其影响只体现在降低“农业”部门的生

产力水平ꎮ 为了简单起见ꎬ本文假设“农业”生产力只取决于环境规制ꎬ除了工业污染的影响

之外ꎬ两地区“农业”生产力之间没有其他的第一性差异ꎬＳ 和 Ｎ 地区“农业”生产力函数为

ψ∗(λꎬλ∗) 和 ψ(λꎬλ∗) ꎮ 在环境规制更加严厉的地区ꎬ“农业”生产力更高ꎬ即如果 λ∗ ≥

λ ꎬ则 ψ∗(λꎬλ∗) ≥ ψ(λꎬλ∗) ꎻ反之ꎬ如果 λ ≥ λ∗ ꎬ则 ψ(λꎬλ∗) ≥ ψ∗(λꎬλ∗) (Ｚｅｎｇ ＆

Ｚｈａｏꎬ ２００９)ꎮ

Ｓ 地区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取决于两个地区对差异化工业品组合的消费量( Ｃ∗
Ｍ )、农产

品消费量( Ｃ∗
Ａ )以及污染水平(排放量 Ｚ∗ )决定的环境质量ꎮ Ｓ 地区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

数由以下两式决定:

Ｕ∗ ＝ μ －μ (１ － μ) －(１－μ)Ｃ∗μ
Ｍ Ｃ∗１－μ

Ａ － Ｄ(Ｚ∗)ꎬＣ∗
Ｍ ＝ (∫ｎ

ｗ

ｉ ＝ ０
ｃ∗(σ－１) / σ
ｉ ｄｉ)

σ / (σ－１)
(１)

其中ꎬ μ∈(０ꎬ１) 表示在制成品上的支出份额ꎬ ｃ∗ｉ 表示消费者对第 ｉ种工业品的消费量ꎮ σ >１

是不同工业品之间固定不变的消费替代弹性ꎮ 环境损害 Ｄ(Ｚ∗) 以加性可分离形式进入效用

函数ꎬ本文假设 Ｄ(０) ＝ ０ꎻ对于 Ｚ∗ > ０ꎬ则 Ｄ(Ｚ∗) > ０ꎻ遵循环境经济学的标准假设ꎬ对于所

有的 Ｚ∗ > ０ꎬ污染排放的边际损害为正且递增ꎬ即 Ｄ′(Ｚ∗) > ０ꎬ Ｄ″(Ｚ∗) > ０ꎮ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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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资本流动的目的是寻求最高的名义收益ꎮ 由于资本收益全部返回资本所有者所在

地ꎬ而不在使用资本的区域消费ꎬ因此资本的流动取决于地区间的名义资本收益率的差异ꎬ且

物质资本流动的速度取决于名义资本收益率差异的大小ꎮ 本文用一个标准动态系统来描述

区域间资本的流动:

θ􀅰∗ ＝ ( ｒ∗ － ｒ)θ∗(１ － θ∗) (２)

显然ꎬ如果 ｒ∗ < ｒ ꎬ则资本将由 Ｓ 地区流向 Ｎ 地区ꎬＳ 地区资本使用份额为 θ∗ ꎬＮ 地区资本使

用份额为 １ － θ∗ ꎮ 当地区的工业企业数 ＝使用的资本单位数ꎬ此时 Ｓ 地区产业集聚水平为

θ∗ ꎬＮ 地区产业集聚水平为 １ － θ∗ ꎮ 如果两个地区的名义资本收益率相同ꎬ即 ｒ∗ ＝ ｒ ꎬ或者如

果所有工业企业都已经定位在名义资本收益率较高的地方ꎬ则达到长期均衡ꎮ

(二) 污染排放的决定

继续以 Ｓ 地区为例ꎬ由(１)式效用最大化可以得到 Ｓ 地区对农产品的需求函数 Ｃ∗
Ａ ＝ (１ －

μ)Ｅ∗ / ｐ∗
Ａ ꎮ 完全竞争的“农业”部门以边际成本进行定价ꎬ并由“农业”生产力进行调整: ｐ∗

Ａ

＝ ｗ∗ / ψ∗(λꎬλ∗) 和 ｐＡ ＝ ｗ / ψ(λꎬλ∗) ꎮ 由于 ｐ∗
Ａ ＝ ｐＡ ＝ １ꎬ本文得到:

ｗ∗ ＝ ψ∗(λꎬλ∗) ꎬ ｗ ＝ ψ(λꎬλ∗) (３)

因此ꎬ如果跨境污染对 Ｓ 地区比对 Ｎ 地区的影响更严重(Ｓ 环境质量更差)时ꎬ则 ｗ∗ < ｗ ꎻ反

之ꎬ则 ｗ∗ > ｗ ꎻ如果跨境污染是对称的ꎬ则 ｗ∗ ＝ ｗ ꎮ

在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框架下ꎬ工业企业根据边际成本加成定价的方式定价ꎬ

由于农产品无运输成本ꎬ工业品存在冰山式的成本 τ > １ꎬ可以得到工业品价格:

ｐ∗
ｉ ＝ ｗ∗(ａ ＋ λ∗)σ

σ － １
ꎬｐｉ ＝

ｗ(ａ ＋ λ)σ
σ － １

ꎬｐ－∗
ｉ ＝ τｗ(ａ ＋ λ)σ

σ － １
ꎬｐ－ ｉ ＝

τｗ∗(ａ ＋ λ∗)σ
σ － １

(４)

(４)式中ꎬ产品价格与产品种类无关ꎬ因此下文中本文统一用下标 ｉ 表示工业品种类ꎮ 其中ꎬ

ｐ∗
ｉ 表示由 Ｓ 地区生产在 Ｓ 地区销售的工业品 ｉ的价格ꎬ ｐｉ 表示由 Ｎ 地区生产在 Ｎ 地区销售的

工业品 ｉ 的价格ꎬ ｐ－∗
ｉ 表示由 Ｎ 地区生产在 Ｓ 地区销售的工业品 ｉ 的价格ꎬ ｐ－ ｉ 表示由 Ｓ 地区生

产在 Ｎ 地区销售的工业品 ｉ 的价格ꎮ

Ｓ 地区消费者预算约束可以表示为 Ｅ∗ ＝ ｐ∗
Ａ Ｃ∗

Ａ ＋ ∫ｎ
ｉ ＝ ０

ｐ∗
ｉ ｃ∗ｉ ｄｉ ꎬ由效用函数(１)和预算约

束ꎬ建立拉格朗日函数求解效用最大化的工业品需求量如下:

ｃ∗ｉ ＝
ｐ∗
ｉ

－σμＥ∗

ｐ∗
Ｍ

１－σ ꎬｃｉ ＝
ｐ －σ
ｉ μＥ
ｐ１－σ
Ｍ

ꎬｃ
－
∗
ｉ ＝

ｐ－∗
ｉ

－σμＥ∗

ｐ∗
Ｍ

１－σ ꎬｃ－ ｉ ＝
ｐ－ －σ
ｉ μＥ
ｐ１－σ
Ｍ

(５)

(５)式中ꎬ ｃ∗ｉ 表示 Ｓ 地区消费者对 Ｓ 地区生产的第 ｉ 种工业品需求量ꎬ ｃｉ 表示 Ｎ 地区消费者

对 Ｎ 地区生产的第 ｉ 种工业品需求量ꎬ ｃ－∗
ｉ 表示 Ｓ 地区消费者对 Ｎ 地区生产的第 ｉ 种工业品需

求量ꎬ ｃ－ ｉ 表示 Ｎ 地区消费者对 Ｓ 地区生产的第 ｉ 种工业品需求量ꎮ ｐ∗
Ｍ

１－σ 和 ｐ１－σ
Ｍ 分别表示 Ｓ 和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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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地区工业品组合的价格指数ꎮ 为了便于计算ꎬ将两地区的工业品价格指数表示为离散

形式:

ｐ∗
Ｍ

１－σ ＝ ｎｐ－∗
ｉ

１－σ ＋ ｎ∗ｐ∗
ｉ

１－σ ＝ φｎ ｗ(ａ ＋ λ)σ
σ － 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σ

＋ ｎ∗ ｗ∗(ａ ＋ λ∗)σ
σ － 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σ

(６)

ｐ１－σ
Ｍ ＝ ｎｐ１－σ

ｉ ＋ ｎ∗ｐ－ １－σ
ｉ ＝ ｎ ｗ(ａ ＋ λ)σ

σ － 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σ

＋ φｎ∗ ｗ∗(ａ ＋ λ∗)σ
σ － 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σ

(７)

其中ꎬ ｎ∗ ＝ θ∗Ｋｗꎬｎ ＝ (１ － θ∗)Ｋｗꎬφ ＝ τ１－σ ꎬ ｎ∗ 和 ｎ 分别表示 Ｓ 和 Ｎ 地区的企业数量ꎬ φ表示

贸易自由度ꎮ

(４)和(５)式仅表示了在 Ｓ 和 Ｎ 地区两个分离市场中ꎬ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的价格和产

量ꎮ 由于工业品在区域间运输中存在冰山式的成本ꎬＳ 地区企业的产量为:

ｘ∗ ＝ ｃ∗ｉ ＋ τｃ－ ｉ ＝
ｐ∗
ｉ

－σμＥ∗

ｐ∗
Ｍ

１－σ
＋ τ

ｐ－ －σ
ｉ μＥ
ｐ１－σ
Ｍ

(８)

一个企业在 Ｓ 市场的销售量为 ｃ∗ｉ ꎬ销售价格为 ｐ∗
ｉ ꎻ在 Ｎ 市场销售量为 ｃ－ ｉ ꎬ销售价格为 ｐ－ ｉ ꎮ

则企业的总产出为 ｘ∗ ＝ ｃ∗ｉ ＋ τｃ－ ｉ ꎬ企业的销售收入为 ｐ∗
ｉ ｃ∗ｉ ＋ ｐ－ ｉｃ

－
ｉ ＝ ｐ∗

ｉ (ｃ∗ｉ ＋ τｃ－ ｉ) ＝ ｐ∗
ｉ ｘ∗ ꎮ 在

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下ꎬ企业的利润为零ꎬ企业的销售收入等于生产成本ꎬ即 ｐ∗
ｉ ｘ∗

＝ ｒ∗ ＋ (ａ ＋ λ∗)ｗ∗ｘ∗ ꎬ再结合(４)式ꎬ可以得到 Ｓ 地区企业的资本报酬如下:

ｒ∗ ＝ ｗ∗(ａ ＋ λ∗)ｘ∗

σ － １
(９)

根据 Ｃ－Ｄ 效用函数ꎬ整个经济系统工业企业的总支出等于 μＥｗ ꎬ总营业利润为 μＥｗ / σ ꎮ 根据

整个经济系统的总支出与总收入相等ꎬ本文得到: Ｅｗ ＝ ｗＬ ＋ ｗ∗Ｌ∗ ＋ μＥｗ / σ ＝ ｗθＬＬｗ ＋ ｗ∗(１ －

θＬ)Ｌｗ ＋ μＥｗ / σ ꎬ由此得出:

Ｅｗ ＝ Ｌｗ ｗθＬ ＋ ｗ∗(１ － θＬ)[ ] / (１ － μ
σ
) (１０)

在两地区平均的资本回报率相同的情况下ꎬＳ 地区的总支出分别为:

Ｅ∗ ＝ ｗ∗θ∗
Ｌ Ｌｗ ＋ μθ∗

Ｋ Ｅｗ / σ (１１)

综合(４)－(１１)式ꎬ得到 Ｓ 地区工业企业的资本报酬(营业利润)为:

ｒ∗ ＝ μ
(σ － μ)Ｋｗ􀅰

φη －１(ｗＬ ＋ ｗ∗Ｌ∗)θ∗ ＋ (１ ＋ μ
σ
(φ２ － １)θＫ)ｗ∗Ｌ∗ ＋ (φ２ ＋ μ

σ
(１ － φ２)θ∗

Ｋ )ｗＬ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 － θ∗)

φη (１ － θ∗)２ ＋ φη －１θ∗ ２ ＋ (φ２ ＋ １)θ∗(１ － θ∗)

ì

î

í
ïï

ïï

ü

þ

ý
ïï

ïï

(１２)

其中ꎬ η ＝ ｗ∗

ｗ
􀅰(ａ ＋ λ∗)

(ａ ＋ λ)
é

ë
êê

ù

û
úú

σ－１

ꎮ 由(３)式进一步得到: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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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 ｗ∗

ｗ
􀅰(ａ ＋ λ∗)

(ａ ＋ λ)
é

ë
êê

ù

û
úú

σ－１

＝ ψ∗(λꎬλ∗)
ψ(λꎬλ∗)

􀅰ａ ＋ λ∗

ａ ＋ λ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σ－１

(１３)

(１３)式反映了工业企业污染排放对“农业”部门的负面影响(跨部门负外部性)在两地区环境规

制上的差异程度ꎬ是地区政府对跨境污染负外部性作出的政策反应ꎮ 从这种意义上讲ꎬ本文将 η

称之为地区环境规制博弈指数 (Ｚｅｎｇ ＆ Ｚｈａｏꎬ２００９)ꎮ 具体而言ꎬ如果 Ｓ 地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

态环境ꎬ那么该地区比 Ｎ 地区必须投入更多的劳动力 λ∗ ( λ∗ > λ )来治理污染ꎬ因而成本更

高ꎮ 然而ꎬ作为更严厉环境规制的更好生态环境利益的回报ꎬ“农业”部门的生产力更高ꎬ工人享

有更高的工资ꎬ因而 η >１ꎮ 相反的情况是 λ > λ∗ ꎬ则 η <１ꎮ 只有 λ ＝ λ∗ 时ꎬ η ＝１ꎮ

为了便于后续计算ꎬ本文假设 Ｌｗ ＝ σ － μ
μ

ꎬ由(１２)式可得到:

ｒ∗ ＝ １
Ｋｗ􀅰

φη－１(ｗθＬ ＋ ｗ∗θ∗Ｌ )(１ － θ) ＋ (１ ＋ μ
σ
(φ２ － １)θＫ)ｗ∗θ∗Ｌ ＋ (φ２ ＋ μ

σ
(１ － φ２)θ∗Ｋ )ｗθＬ

é

ë
êê

ù

û
úú θ

φη (１ － θ∗)２ ＋ φη－１θ∗ ２ ＋ (φ２ ＋ １)θ∗(１ － θ∗)

ì

î

í
ïï

ïï

ü

þ

ý
ïï

ïï

(１４)

Ｓ 地区工业品生产除了产生 ｒ∗ ＋ (ａ ＋ λ∗)ｗ∗ｘ 部分的私人成本之外ꎬ工业企业污染排放引致

的负外部性也给地区带来额外的社会成本ꎬ这种额外社会成本的产生取决于每个企业产品生

产的污染排放量ꎮ 考虑到受环境规制的影响ꎬ每个企业已经为污染排放投入了额外的劳动力

λ∗ 和 λ ꎬ因而减少了污染排放量ꎬ因此为了简化相关计算和表达式ꎬ本文将 Ｓ 地区每个企业

的污染 排 放 量 ｚ∗ 设 定 为 产 出 水 平 ｘ∗ 的 一 定 比 例
ｗ∗(ａ ＋ λ∗)

σ － １
( < １) ꎬ 即 ｚ∗ ＝

ｗ∗(ａ ＋ λ∗)
σ － １

ｘ∗ ꎬ则 Ｓ 地区污染排放总量 Ｚ∗ 为地区企业数量与单位企业污染排放量之乘积ꎬ

再结合(９)式ꎬ则:

Ｚ∗ ＝ ｎ∗ｚ∗ ＝ (１ － θ)Ｋｗ􀅰ｗ∗(ａ ＋ λ∗)ｘ∗

σ － １
＝ (１ － θ)Ｋｗ􀅰ｒ∗ (１５)

综合(１４)和(１５)式ꎬ本文得到 Ｓ 地区污染排放总量:

Ｚ∗ ＝
φη－１(ｗθＬ ＋ ｗ∗θ∗Ｌ ) (１ － θ)２ ＋ １ ＋ μ

σ
(φ２ － １)θＫ

é

ë
êê

ù

û
úú ｗ

∗θ∗Ｌ ＋ φ２ ＋ μ
σ
(１ － φ２)θ∗Ｋ

é

ë
êê

ù

û
úú ｗθＬ{ } θ(１ － θ)

φη (１ － θ∗)２ ＋ φη－１θ∗ ２ ＋ (φ２ ＋ １)θ∗(１ － θ∗)

(１６)

由(１６)式看出ꎬＳ 地区污染排放量与地区的要素禀赋和工资水平有关ꎮ 为了排除要素禀赋差

异(Ｈｅｃｋｓｃｈｅｒ－Ｏｈｌｉｎ 式比较优势)对污染排放的影响ꎬ本文假设 θ∗
Ｋ ＝ θ∗

Ｌ ＝Θ ( ０≤Θ≤１)ꎬ则

Ｓ 地区贸易自由化下产业集聚影响污染排放的公式为: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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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 ＝
φη－１(ｗ∗Θ ＋ｗ(１ －Θ))θ∗ ２ ＋ ｗ∗Θ ＋φ２ｗ(１ －Θ) ＋ μ

σ
(１ －φ２)Θ(１ －Θ)(ｗ －ｗ∗)é

ë
êê

ù

û
úú θ

∗(１ － θ∗)

φη (１ － θ∗)２ ＋φη－１θ∗ ２ ＋ (φ２ ＋ １)θ∗(１ － θ∗)

(１７)

(三)产业集聚对污染排放的影响

(１７)式实际上刻画了贸易自由化下 Ｓ 地区污染排放与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的关系ꎮ 由于

环境规制参数 η 、贸易自由度参数 φ 以及产业集聚参数 θ∗ ꎬ不仅包含在分子项中ꎬ而且也包

含在分母项内ꎬ污染排放表达式过于复杂ꎬ比较静态分析难以给出解析解ꎬ因而需要借助数值

模拟方法来揭示贸易自由化下产业集聚对污染排放的影响效应ꎮ

考虑到以中国为代表的 Ｓ 地区相对于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 Ｎ 地区的环境规制更为宽松ꎬ

因而本文的数值模拟只考虑 ０< η <１ 的情况ꎮ 为了更好地展现产业集聚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差

异及其分布规律ꎬ本文选取了较多 η 值进行数值模拟ꎬ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面对越来越严重的

环境污染问题ꎬ尽管近年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严厉”的环境规制措施ꎬ但是我国在环境规制

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ꎬ主要表现为规制机构缺乏独立性ꎬ对规制者的监督机制不健全ꎬ规制过

程缺乏公开性、透明性和公众参与性ꎬ规制政策以命令控制为主ꎬ缺乏市场激励(张亚伟ꎬ

２０１０)ꎮ 考虑到这些方面ꎬ本文认为我国环境规制总体上仍是一种较严厉型环境规制ꎬ这种规

制类型是图 １ 中位于 Ｚ∗ ( θ∗ )曲线簇中上部的那些曲线ꎮ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ꎬ中国

的环境规制的严厉程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ꎮ 本文的其他参数设定如下: μ ＝ ０.４ꎬ σ ＝ ５ꎻ Θ

＝１ / ３ꎻ ｗ ＝ ２.５ ①ꎮ 对于贸易自由度 φꎬ本文选取了高贸易自由度 φ ＝ ０.７②ꎮ 为此ꎬ本文只对高

贸易自由度情况进行数值模拟③ꎮ 图 １ 为高贸易自由度和不同环境规制下 Ｓ 地区( η < １)产

业集聚影响污染排放的 Ｚ∗ ( θ∗ )曲线图ꎮ

由图 １ 看出ꎬＳ 地区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曲线具有向左上方凸起的特征ꎮ 因而ꎬＳ 地

区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曲线表现出如下的分布特征:一方面ꎬ伴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提

高ꎬ曲线逐渐向右上方倾斜ꎻ另一方面ꎬ伴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ꎬ曲线的斜率逐渐由陡峭

变为平缓ꎮ 这表明ꎬ一方面ꎬ随着地区经济规模的扩大ꎬ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ꎬ污染型投入品

５９

①

②

③

其中 μ和 σ的取值参见安虎森(２００６)ꎮ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４»ꎬ２０１０年中国居民人均 ＧＤＰ 与主要

的ＯＥＣＤ国家相比ꎬ约占ＯＥＣＤ国家的 １ / ５ꎬ因此将发达国家ｗ取值为 ２.５ꎬ中国ｗ∗ 取值为 ０.５ꎮ 考虑到发达国

家的要素禀赋高于发展中国家ꎬ故选取 ｐ∗
Ａ ＝ ｐＡ ＝ １ / ３ꎮ

本文之所以立足于中国与世界各国间高水平自由贸易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ꎬ我国逐步走上了经

济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的道路ꎮ １９９５年５月ꎬ中国政府宣布ꎬ中国将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ꎮ 自中国２００１年１２
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 以来ꎬ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形成ꎬ从而加快了国际贸易

的增长速度ꎬ促进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ꎬ贸易自由化已经处于高水平ꎮ
事实上ꎬ本文也做了较高贸易自由度 φ ＝ ０.４、０.５、０.６ 的数值模拟图ꎬ其曲线形状与 φ ＝ ０.７ 非常类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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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模和强度不断加大ꎬ污染排放量呈现出单调递增特征ꎬ这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

共有的现象ꎻ另一方面ꎬ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ꎬ污染的边际排放量具有递减现象ꎬ由此形

成产业集聚的边际污染排放递减规律ꎬ这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追逐集聚正外部性和规避环

境负外部性的必然结果ꎮ 这一规律表明:伴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ꎬ污染排放物的增量不

仅没有增加ꎬ反而减少ꎬ污染排放总量持续快速增加的趋势得到有效控制ꎮ 产业集聚犹如地

区污染排放的“制动器”ꎬ对地区污染排放这辆快速行驶的“车辆”起到“减速”作用ꎮ 产业集

聚过程本身不仅没有继续加重地区的环境污染ꎬ反而不断减缓了地区环境污染ꎬ避免了地区

环境质量的恶化现象ꎬ由此引发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ꎮ 由此得到命题 １:

图 １　 Ｓ 地区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数值模拟图

命题 １:Ｓ 地区污染排放受到产业集聚的影响ꎬ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ꎬ污染排放呈现

出边际递减现象ꎬ产业集聚的边际污染排放递减规律导致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ꎮ

由图 １ 看出ꎬ伴随着 Ｓ 地区环境规制严厉程度的提高( η 变大)ꎬ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

应曲线向下移动ꎬ曲线簇具有如下分布特点是: η 值较小的曲线位于图形的上部ꎬ而 η 值较大

的曲线则位于图形的下部ꎮ 这表明ꎬ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ꎬ伴随着 Ｓ 地区环境规制严厉

程度的增强ꎬ在每个产业集聚水平上ꎬ污染排放量都会降低ꎬ环境污染将得到有效抑制ꎬ由此

产生环境规制的环境污染抑制效应ꎮ 曲线簇凸向左上方的曲度特征是:上部的曲线( η 值较

小)的曲度较大ꎬ下部的曲线( η 值较大)的曲度较小ꎮ 这表明ꎬ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

应依赖于环境规制严厉程度的高低ꎬ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与环境规制的环境污染抑

制效应存在联动效应ꎬ这种联动效应共同决定了地区环境污染的排放状况:更高的产业集聚

水平通过更严厉的环境规制的联动作用将有助于降低污染排放ꎮ 由此得到命题 ２:

命题 ２:Ｓ 地区污染排放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ꎬ环境规制产生环境污染抑制效应ꎬ产业集

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与环境规制的环境污染抑制效应存在联动效应ꎮ

由图 １ 还可以看出ꎬ就特定环境规制下的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曲线图而言ꎬ产业集

聚水平不同ꎬ则曲线的陡峭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在低水平产业集聚阶段ꎬ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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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曲线较陡峭(曲线斜率较大)ꎻ在中高水平产业集聚阶段ꎬ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曲线

较平缓(曲线斜率较小)ꎮ 这表明ꎬ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存在产业集聚门槛值和明显

的门槛效应:在低产业集聚门槛水平时ꎬ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较弱ꎻ在高产业集聚门

槛水平时ꎬ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较强ꎮ 由此得到命题 ３:

命题 ３:Ｓ 地区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存在产业集聚门槛值和明显的门槛效应ꎬ在

跨越产业集聚门槛值前后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差异较大ꎮ

四、计量模型、变量选择及描述性分析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旨在检验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ꎬ考虑到样本期内中国地区工业 ＳＯ２排放量

与产业集聚度间的对数函数关系趋势图(图 ２)ꎬ以及环境规制对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

应的重要作用ꎬ设定产业集聚对污染排放影响的回归模型如下:

ｐｏｌ ｊｔ ＝ Ｃ ＋ αｌｎａｇｇ ｊｔ ＋ βｌｎａｇｇ ｊｔ × ｒｅｇ ｊｔ ＋ δ１ｒｅｇ ｊｔ ＋ δ２ ｔｒａ ｊｔ ＋ ∑ρｍＸｍｔ ＋ ε ｊｔ (１８)

其中ꎬ变量的下标 ｊ 和 ｔ 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ꎮ 被解释变量为污染排放量( ｐｏｌ ｊｔ )ꎬ解释变量包

括三组:第一组为核心变量ꎬ即地区产业集聚度( ａｇｇ ｊｔ )ꎻ第二组为与理论模型密切相关的解

释变量ꎬ包括环境规制、贸易自由度( ｒｅｇ ｊｔ 、 ｔｒａ ｊｔ )ꎻ第三组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Ｘｍｔ )ꎬ包括地

区工业规模、产业结构、技术创新( ｓｃａ ｊｔ 、 ｓｔｒ ｊｔ 、 ｒｄ ｊｔ )ꎮ ε ｊｔ 为随机误差项ꎮ

上文的理论分析表明ꎬ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ꎬ为了检验是

否存在这种门槛效应ꎬ本文采用 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９９)的非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技术ꎬ对其进一步拓

展ꎬ建立基于产业集聚度门槛值的 “门槛效应”模型如下:

ｐｏｌｊｔ ＝ Ｃ ＋ α１ｌｎａｇｇｊｔＩ(ｑｊｔ ≤ γ) ＋ α２ｌｎａｇｇｊｔＩ(ｑｊｔ > γ) ＋ δ１ｒｅｇｊｔ ＋ δ２ｔｒａｊｔ ＋ ∑ρｍＸｍｔ ＋ εｉｔ (１９)

其中ꎬ ｑ ｊｔ 为门槛变量ꎬγ 为未知门槛ꎬＩ(􀅰) 为指示函数ꎬ当 ｑ ｊｔ ≤ γ 时ꎬＩ(􀅰) ＝ １ꎻ当 ｑ ｊｔ > γ 时ꎬ

Ｉ(􀅰) ＝ ０ꎮ

图 ２　 ＳＯ２排放量与产业集聚度的散点图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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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选择及描述性分析

(１)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实证研究样本为中国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度省级行政辖区的面

板数据ꎬ涉及行业层面数据为 ２７ 个工业行业①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数

据ꎬ相关数据源自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

统计年鉴»等ꎮ

(２)被解释变量:污染物排放量( ｐｏｌ )ꎬ用地区工业 ＳＯ２排放量表示(盛斌、吕越ꎬ２０１２)ꎬ

反映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ꎮ

(３)核心解释变量:地区产业集聚度( ａｇｇ )ꎮ 用地区从业人数 ＨＨＩ 指数(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 Ｉｎｄｅｘ)表示ꎮ 若 ｘｋｊ 是地区 ｊ 行业 ｋ 的从业人数ꎬ ｘｋ 是行业 ｋ 的从业人数( ｘｋ ＝

∑
２７

ｊ ＝ １
ｘｋｊ )ꎬ则地区 ｊ 的产业集聚度计算公式为: ＨＨＩ ｊ ＝ ∑

２７

ｋ ＝ １
(ｘｋｊ / ｘｋ) ２(Ｆａｎ ＆ Ｓｃｏｔｔꎬ２００３ꎻ朱英明

等ꎬ２０１２)②ꎮ

(４)重要解释变量:①环境规制( ｒｅｇ )ꎬ用地区排污费收入总额与缴纳排污费单位数的比

值即单位企业的排污费来表示ꎮ 结合前文的理论模型分析ꎬ它对因变量影响的预期符号为

负ꎮ ②贸易自由度( ｔｒａ )ꎬ本文的贸易自由度包括对外贸易自由度和国内区域间的区际贸易

自由度两个方面ꎮ 其中对外贸易自由度用传统的也是国内外学者经常使用的“贸易依存度”

即地区进出口总额与 ＧＤＰ 的比值来表示ꎮ 区际贸易自由度用区域一体化的实际分布对理论

分布的偏离度指数作为替代变量ꎮ 该偏离度指数是在 Ｂｏｗｅｎ 等 (２０１０) ＳＫＬＤ(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Ｋｕｌｌｂａｃｋ－Ｌｅｉｂｌｅｒ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指数计算公式基础上ꎬ借鉴黄利秀(２０１２)的做法ꎬ用距

离权重乘以 ＳＫＬＤ( ＳＫＬＤ(Ｓ
－
:Ｓｔ) ＝ ∑

Ｎ

ｎ ＝ １
(Ｓ

－

ｎ － Ｓｎｔ)ｌｎ(Ｓ
－

ｎ / Ｓｎｔ) )得到ꎬ因而该偏离度与区际贸易

自由度成反向关系ꎬ即区域一体化偏离度指数越大ꎬ则区际贸易自由度越小ꎮ 为了更准确度

量中国的贸易自由度ꎬ本文采取以下处理方法:对区际贸易自由度取倒数ꎬ然后分别对对外贸

易自由度和区际贸易自由度的倒数进行标准化ꎮ 考虑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特

殊国情ꎬ分别给予对外贸易自由度和区际贸易自由度 ６０％和 ４０％的权重(黄利秀ꎬ２０１２)ꎬ最后

８９

①

②

本文行业层面的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ꎬ为保持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所有年份行业统计口径的

一致性ꎬ本文选取了以下 ２７ 个部门: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

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

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

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

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

械制造业、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ꎮ
各地区分行业从业人数来源于«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２００４»以及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中国工

业经济统计年鉴»ꎬ２０１２ 年该项数据在各类统计年鉴中并没有记录ꎬ利用插值法补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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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总得到贸易自由度ꎮ 根据前文的理论模型分析ꎬ它对因变量影响的预期符号为正ꎮ

(５)主要的控制变量:对于控制变量的选择ꎬ本文借鉴 Ａｎｔｗｅｉｌｅｒ 等(２００１)有关影响区域

环境质量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大因素ꎬ分别选用工业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创

新三个变量ꎮ 其中ꎬ①工业规模( ｓｃａ )ꎬ本文用工业产出规模作为替代ꎬ用各地区工业增加值

来表示ꎬ以控制不同地区工业规模对污染排放的影响ꎮ 当地区工业产出规模增加时ꎬ由于规

模效应而增加污染排放ꎬ因此其对因变量影响的预期符号为正ꎮ ②产业结构( ｓｔｒ )ꎬ本文用地

区工业增加值与 ＧＤＰ 的比值表示ꎬ以控制地区产业结构不同对污染排放的影响ꎮ 由于产业

结构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地区工业产出规模的降低ꎬ因而其对因变量影响的预期符号为负ꎮ ③

技术创新( ｒｄ )ꎬ本文用地区研发强度作为替代ꎬ用各地区 Ｒ＆Ｄ 经费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表

示ꎬ用以控制各地区创新投入差异的影响ꎮ 地区研发投入越多ꎬ则地区工业的科研创新投入

越大ꎬ包括增加对环保技术的研发投入、购置更有利于环境清洁的中间设备和原材料等ꎬ从而

降低污染排放ꎬ其对因变量影响的预期符号为负(盛斌、吕越ꎬ２０１２)ꎮ

经验检验中的因变量与自变量的统计描述参见表 １ꎮ 由表 １ 看出ꎬ中国地区工业行业在

样本期内产业集聚度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差异很大ꎬ离散系数高达 １.６９２ꎮ 环境规制和工

业规模的差异也较为明显ꎬ离散系数分别达到 ０.８８９ 和 ０.７８１ꎮ

　 　 表 １ 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 单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离散系数

ＳＯ２排放量( ｐｏｌ ) 万吨 ３４１ ６３.５１６ ４０.１５５ ０.０７９ １７１.５００ ０.６３２

产业集聚度( ａｇｇ ) ％ ３４１ ８.０６８ １３.６５５ ０.００１ ６９.８９７ １.６９２

环境规制( ｒｅｇ ) / ３４１ ４.４９４ ３.９９７ ０.０００ ２８.０１７ ０.８８９

贸易自由度( ｔｒａ ) ％ ３４１ ３３.０６５ １９.３６２ ５.５０５ ９４.１２１ ０.５８６

工业规模( ｓｃａ ) 千亿元 ３４１ ３.４１７ ２.６６８ ０.０６０ １１.７８９ ０.７８１

产业结构( ｓｔｒ ) ％ ３４１ ３９.６４３ ９.６２５ ７.０２６ ５３.０３６ ０.２４３

技术创新( ｒｄ ) ％ ３４１ １.５８０ １.０２６ ０.０００ ５.４５１ ０.６４９

五、估计结果及分析

计量检验首先估计核心变量地区产业集聚度(ｌｎａｇｇ)以及地区产业集聚度与环境规制的

交互项(ｌｎａｇｇ×ｒｅｇ)对 ＳＯ２排放影响的回归系数ꎬ分析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ꎬ即产业集聚

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以及与环境规制的环境污染抑制效应的联动效应ꎮ 然后ꎬ检验产业集聚

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的门槛效应是否存在以及影响程度ꎮ 最后ꎬ为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ꎬ

本文拟对其他污染排放物进行敏感性检验ꎮ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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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分析

(１)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ꎮ 为了考察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ꎬ本文基于

式(１８)ꎬ利用多种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表 ２)ꎮ 由于污染本身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产业

集聚发展水平ꎬ因此解释变量可能会与随机扰动项存在相关性ꎬ从而造成对模型的 α 估计是

有偏和无效的ꎮ 为此ꎬ本文在计量检验时首先要考虑解决内生性问题ꎬ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

(ＤＩＦＧＭＭ)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ＳＹＳＧＭＭ)能够较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ꎮ ＤＩＦＧＭＭ 方法

存在自变量滞后项和自变量差分滞后项的相关性不高ꎬ从而导致弱工具变量的问题ꎮ 由于

ＧＭＭ 估计放松了对经典假设的严格限制ꎬ使得误差项的异方差问题不会对估计结果造成不

利的影响ꎮ 与普通工具变量法相比ꎬＳＹＳＧＭＭ 法还可在 ＧＭＭ 估计中通过 ＡＲ(１)检验剔除模

型误差项自相关的影响ꎮ 此外ꎬ与 ＤＩＦＧＭＭ 法相比ꎬＳＹＳＧＭＭ 法能够显著提高模型估计的有

效性ꎮ 因此ꎬ本文使用的计量方法是 ＳＹＳＧＭＭꎮ

对于模型的内生性检验问题ꎬ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和 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的估计结果均表明ꎬＳＹＳＧＭＭ 估

计的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ꎮ 表 ２ 的估计结果显示ꎬ模型(４)ＤＩＦＧＭＭ 和模型(５)ＳＹＳＧＭＭ

的估计系数具有更好的收敛性和稳健性ꎮ ＡＲ(１)检验结果拒绝了扰动项非自相关的原假设ꎬ

因此采用模型(５)中考虑一阶自相关的 ＳＹＳＧＭＭ 方法更为科学ꎮ 同时ꎬ模型(５)中核心解释

变量产业集聚度的估计系数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ꎬ重要的解释变量即环境规制的估计系

数分别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ꎮ 对于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ꎬ我们也做了多重共线

性检验ꎬ各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值均小于 ５.２９ꎮ 由于 ＶＩＦ<１０ꎬ所以本模型不存在多

重共线性问题ꎮ

由表 ２ 看出ꎬｌｎａｇｇ 的回归系数 α 为 ３.５３２ꎬ考虑到 ＳＯ２排放量与产业集聚水平间对数函数

关系ꎬ则 ｄ２ｐｏｌ / ｄａｇｇ２ ＝ － ３.５３２ / ａｇｇ２ꎬ这表明ꎬ在环境规制既定的情况下ꎬ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

提高ꎬＳＯ２的排放量却以递减速度降低ꎮ 随着地区经济规模的扩大ꎬＳＯ２排放量将呈现出增加

的趋势ꎬ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ꎮ 但是ꎬ由于受到 ＳＯ２的边际排放量递减

规律的作用ꎬＳＯ２排放量将以递减的速度缓慢增加ꎬ这无疑减缓了 ＳＯ２排放量持续快速增加的

趋势ꎬ减慢了 ＳＯ２引致的环境污染恶化状况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得到控制ꎬ区域

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ꎬ为本文的命题 １ 提供了经验支持ꎮ 考虑到研究时段中国产业集聚水

平还较低(表 ２ 中研究时段的产业集聚平均水平仅为 ８.０６８％)ꎬ伴随着中国产业集聚规模的

不断扩大和集聚水平的不断提高ꎬ产业集聚的边际污染排放递减规律引发的环境污染减缓效

应的能级将会不断扩大ꎮ 因此ꎬ从产业集聚发展的观点看ꎬ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中国

环境质量的改善ꎮ 从中国 ＳＯ２排放量的现实情况看ꎬ尽管中国 ＳＯ２排放量仍处于高位排放阶

段ꎬ但是近年来 ＳＯ２排放量的持续下降ꎬ除了相关的环境规制政策外ꎬ可能与中国产业集聚水

平的提高导致的边际污染排放量持续降低有关ꎮ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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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产业集聚对污染排放的影响效果

变量

(１)
面板最小二乘法

(ＰＯＯＬ)

(２)
固定效应

(ＦＥ)

(３)
随机效应

(ＲＥ)

(４)
差分广义矩

(ＤＩＦＧＭＭ)

(５)
系统广义矩

(ＳＹＳＧＭＭ)

ｌｎａｇｇ
８.８９６∗∗∗

(１.２９８)
－ ３.３９８
(２.５３７)

９.２７７∗∗∗

(１.８５５)
３.９６６∗∗∗

(０.９８５)
３.５３２∗∗∗

(０.６２７)

ｒｅｇ
１.７９８∗∗∗

(０.３７１)
０.８２９∗∗∗

(０.２０８)
０.５２１∗∗

(０.２３１)
０.３４３∗∗∗

(０.０９４)
－ ０.３６７∗∗∗

(０.１１９)

ｌｎａｇｇ × ｒｅｇ
０.３４０∗

(０.２００)
－ ０.３１０∗∗

(０.１２８)
－ ０.３８４∗∗∗

(０.１３９)
－ ０.１２６∗∗∗

(０.０４６)
－ ０.２２４∗∗∗

(０.０７９)

ｔｒａ
－ ０.１８３∗∗

(０.０８４)
０.３８１∗∗∗

(０.１１４)
０.２３０∗∗

(０.１０１)
０.２８３∗∗∗

(０.０６８)
－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６)

ｓｃａ
７.０３０∗∗∗

(０.８６０)
－ １.９７５
(１.２２４)

１.０４３
(１.１７３)

－ １０.５５８∗∗∗

(０.４６３)
０.６０５∗

(０.３１２)

ｓｔｒ
－ ０.０５４
(０.１９６)

－ ０.０６２
(０.１７７)

－ ０.１３２
(０.１９２)

０.１１２∗∗

(０.０５５)
－ ０.１８７∗∗∗

(０.０４７)

ｒｄ
－１６.１０５∗∗∗

(１.５４８)
－５.２９９∗∗∗

(１.３４７)
－６.３２０∗∗∗

(１.２６５)
－３.８８６∗∗∗

(０.７８６)
－３.１６２∗∗∗

(０.３５７)

Ｃ
５６.５３７∗∗∗

(８.０３２)
６８.８７２∗∗∗

(９.６７０)
５９.８４２∗∗∗

(９.５７２)
－

１９.４９９∗∗∗

(２.６６９)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１０８.７３
[０.０００]

１９５.３０
[０.０００]

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
２６.２００
[０.９９２]

２８.６８０
[１.０００]

ＡＲ(１)检验
－１.９６０
[０.０５０]

－２.６３０
[０.００８]

ＡＲ(２)检验
－１.０１０
[０.３１３]

１.１１０
[０.２６７]

观测值 ３４１ ３４１ ３４１ ２７９ ３１０

　 　 注:①圆括号中数字是系数的标准差ꎻ②方括号中数字是各统计量的 Ｐ 值ꎻ③∗∗∗、∗∗、∗分别表示在 １％、
５％、１０％水平上显著ꎮ

(２)环境规制的环境污染抑制效应与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的联动效应ꎮ 由表 ２

还可以看出ꎬ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ꎮ 当对企业的污染排放收费提高

１％时ꎬＳＯ２排放量将减少 ０.３６７％ꎬ表明环境规制越严厉ꎬ则污染排放量就越低ꎬ对环境污染的

抑制作用就越大ꎬ环境规制的环境污染抑制效应得到检验ꎮ 此外ꎬ产业集聚与环境规制的交

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ꎬ这说明环境规制越严厉ꎬ更高的产业集聚水平有助于降低更多的

ＳＯ２排放量ꎮ 当产业集聚度提高 １％且对企业的污染排放收费提高 １ 个单位时ꎬ产业集聚与环

境规制的联动作用导致 ＳＯ２排放量减少 ２２４０ 吨ꎬ正是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与环境规

制的环境污染抑制效应的联动作用才导致 ＳＯ２排放量的降低ꎮ 这为本文的命题 ２ 提供了有效

的支持ꎮ 该研究结论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和产业集聚战略的联动作用的巨大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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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ꎬ因为研究期间不仅是中国产业集聚发展战略继续实施的阶段ꎬ而且也是中国环境规制

的深化发展阶段(周宏春、季曦ꎬ２００９)ꎬ国家密集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

和标准ꎮ 例如ꎬ在“十一五”期间ꎬ国家环境保护标准以每年 １００ 项的速度递增ꎬ发布了 ６０ 余

项重点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ꎬ开展了 １０５０ 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制订和修订工作ꎮ 除了以

上刚性的环保法律规章制度外ꎬ研究期内各部门还密集出台了几百部环境经济政策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国家层面出台的各类环境经济政策数量高达 ３８３ 项ꎬ涉及到环境财政政策、环境

税费政策、环境资源定价政策、绿色金融政策、绿色贸易政策、排污权交易政策、生态补偿政

策、行业环境经济政策、综合性政策等(董战峰等ꎬ２０１４)ꎮ

(二)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的门槛效应分析

为了检验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的门槛效应是否存在以及影响程度的大小ꎬ下面

本文将进行门槛回归分析ꎮ 对于面板数据门槛回归模型ꎬ首先要对各解释变量尤其是门槛变

量进行内生性检验ꎮ 为此ꎬ本文采用 Ｗｕ－Ｈａｕｓｍａｎ 统计量对模型(１９)中怀疑具有内生性的解

释变量逐一进行检验ꎬ检验后发现产业集聚度、环境规制、工业规模、技术创新四个变量具有

内生性ꎮ 本文估计时选取了内生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ꎬ并运用 Ｓａｒｇａｎ 统计量检

验模型中是否存在过度识别问题ꎬ以检验所选择的工具变量是否合理ꎮ

根据前述的理论模型ꎬ本文的门槛变量选定为产业集聚度ꎮ 门槛变量的个数和门槛值则

由门槛回归模型内生确定ꎮ 根据 Ｈａｎｓｅｎ(１９９９)的面板数据门槛回归理论ꎬ若给定门槛回归

模型中的门槛值 γꎬ则可以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到模型中的系数估计值ꎬ从而得到模型的

残差平方和 Ｓ１(γ)ꎮ 而且回归中给定的 γ 越接近真实的门槛水平ꎬ那么回归模型的残差平方

和 Ｓ１(γ) 应该越小ꎮ 因此ꎬ可以通过连续给出模型的候选门槛值 γꎬ观察模型残差的变化ꎬ在

模型残差最小处对应的候选门槛值 γ即为本文待求的真实门槛值ꎬ即 γ＾ ＝ ａｒｇｍｉｎＳ１(γ)ꎮ 依此

类推ꎬ直到得出的门槛值不显著为止ꎮ 在此基础上ꎬ进一步通过“自抽样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模拟

ＬＭ 检验 Ｆ 统计量的渐近分布临界值检验门槛效应是否存在ꎬ三门槛面板检验结果参见表 ３ꎮ

　 　 表 ３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模型
临界值

Ｆ 值 Ｐ 值 ＢＳ 次数 １％ ５％ １０％
单一门槛 ９.９９３∗∗ ０.０５０ ３００ １６.７２４ ９.９５９ ７.１８３
双重门槛 １００.８９２∗∗∗ 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２.９６９ ７.５８８ ２.３５４
三重门槛 ４７.３７５∗∗∗ 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４.９１４ －１３.６４８ －１７.９７７

　 　 针对该门槛效应检验结果ꎬ我们发现ꎬ由第一个门槛到第二个门槛ꎬ其门槛值从 ７.１５２ 下

降到 ０.１６７ꎬ第二个门槛值如此之低ꎬ与现实不符ꎮ 可能的原因在于ꎬ“在检验中ꎬ考虑到本文

的时间序列长度有限(最长为 １１ 个观测值)ꎬ尤其是在确定了一个门槛之后ꎬ各时间序列的长

度又减少约为一半”ꎮ 借鉴孔东民(２００７)的做法ꎬ出于统计势和门槛值异常变化的双重考虑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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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进行了三重门槛的回归ꎬ但是我们只列出有意义的单门槛回归结果(表 ４)ꎮ

　 　 表 ４ 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的门槛模型系数估计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ｒｅｇ ｔｒａ ｓｃａ ｓｔｒ ｒｄ ｌｎａｇｇ＿１ ｌｎａｇｇ＿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Ｒ２ 观测值

ＳＯ２
－０.７７６∗∗∗

(－２.５６０)
０.０４９

(０.４１０)
２.８６８∗∗∗

(２.２１０)
０.２９３

(１.６４０)
－６.１９７∗∗∗

(－３.６７０)
８.６０４∗∗∗

(７.９００)
４.５７８∗∗∗

(１.７９０)
４９.８４０∗∗∗

(４.７９０)
０.５４２ ３１０

　 　 注:①圆括号内数字为 ｔ 统计量ꎻ②∗∗∗、∗∗、∗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ꎮ

由表 ４ 看出ꎬ当产业集聚度低于 ７. １５２％时ꎬ产业集聚对 ＳＯ２ 排放量的影响系数达到

８.６０４ꎻ而当产业集聚度高于 ７.１５２％时ꎬ产业集聚对 ＳＯ２排放量的影响系数只有 ４.５７８ꎬ且产业

集聚度对 ＳＯ２排放量的影响都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ꎬ这表明产业集聚度对 ＳＯ２排放量的影

响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ꎮ 考虑到(１９)式中 ＳＯ２排放量与产业集聚度间的对数函数关系ꎬ当产

业集聚度低于门槛值 ７.１５２％时ꎬ则 ｄ２ｐｏｌ / ｄａｇｇ２ ＝ － ８.６０４ / ａｇｇ２<０ꎬＳＯ２的排放量却以递减的速

度增加ꎻ当产业集聚度高于门槛值 ７.１５２％时ꎬ则 ｄ２ｐｏｌ / ｄａｇｇ２ ＝ － ４.５７８ / ａｇｇ２<０ꎬＳＯ２的排放量

仍以递减的速度增加ꎮ 这表明ꎬ与跨越产业集聚门槛值之前相比ꎬ当地区跨越产业集聚门槛

值之后ꎬ伴随着产业集聚度的提高ꎬＳＯ２排放量的增加幅度更加缓慢ꎬ因而产业集聚的环境污

染减缓效应更加强大ꎬ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ꎬ本文的命题 ３ 由

此得到检验ꎮ 当产业集聚跨越某一发展门槛之后ꎬ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更加强大的

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ꎬ产业集聚过程中存在的各种规模经济:当区域环境规制已经确定后ꎬ

工业污染排放量主要取决于生产技术、治理污染的努力程度以及公众和政府的监督成本ꎬ这

三个机制都有可能具有规模经济的性质ꎮ 首先ꎬ如果将污染物质视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成本ꎬ

那么集聚将减少因重复建设所引起的固定污染成本ꎬ而且污染物质可能具有边际排放量随工

业规模增加而递减的规模经济性质ꎮ 其次ꎬ治理污染需要设备、厂房等固定投资ꎬ治理集中的

污染源所需要的单位成本可能更低ꎬ治理污染的技术也可能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性质ꎮ 最

后ꎬ公众和政府监督集中的污染源需要花费的单位成本更少(陆铭、冯皓ꎬ２０１４)ꎮ

(三)敏感性分析

ＳＯ２只是重要的污染排放物之一ꎬ为了更全面地检验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ꎬ本文

还选取了其他污染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敏感性分析ꎬ以进一步检测 ＳＯ２ 估计的稳健性ꎮ

在国家«“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ꎬ污染排放量的约束性指标包括化学需氧量(ＣＯＤ)、

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①ꎮ 为此ꎬ本文仅选取工业源化学需氧量、工业源氨氮作为敏感性

分析的污染物ꎮ 对于这两种污染排放指标ꎬ本文利用 ＳＹＳＧＭＭ－ＡＲ(１)方法ꎬ用于产业集聚对

３０１

①由于在研究时段氮氧化物指标数据缺失ꎬ造成与其他污染指标的样本数据不一致ꎮ 为了保证样本的

统一性ꎬ本文没有对其进行敏感性检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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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排放影响的敏感性分析以及门槛效应敏感性分析(因篇幅限制ꎬ表略)ꎮ

产业集聚影响污染排放的敏感性分析表明ꎬＣＯＤ 和氨氮的产业集聚度、环境规制以及产

业集聚度和环境规制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与对二氧化硫的检验符号不仅完全一致ꎬ而且都通过

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ꎮ 这表明ꎬ本文对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的计量分析具有较好的

稳健性ꎬ从而支持了命题 １ 和 ２ 及其实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ꎮ

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的门槛效应敏感性分析表明ꎬＣＯＤ 和氨氮的门槛值两侧的

产业集聚度和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与二氧化硫的检验符号不仅完全一致ꎬ而且都通过了不同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ꎮ 这表明ꎬ本文对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的计量分析具有较好的稳

健性ꎬ从而支持了命题 ３ 及其实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ꎮ

六、结论和启示

本文在“自由资本”(ＦＣ)模型基础上ꎬ立足于中国高水平自由贸易的现实ꎬ充分考虑污染

排放的跨境污染性及其产生的行业间负外部性这两大污染特征ꎬ从地区间环境规制互动的视

角ꎬ构建了解释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的理论模型ꎬ并基于中国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 ３１ 个省

级行政区 ２７ 个工业行业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ꎮ 数值模拟和回归结果表明ꎬ地区污染排放受

到产业集聚的影响ꎬ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ꎬ污染排放呈现出边际递减现象ꎬ产业集聚的边

际污染排放递减规律导致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ꎮ 地区污染排放受到环境规制的影

响ꎬ环境规制导致环境污染抑制效应ꎬ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与环境规制的环境污染

抑制效应存在联动效应ꎮ 地区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存在特定产业集聚门槛值和明

显的门槛效应ꎬ在跨越产业集聚门槛值前后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差异较大ꎮ 本文还

进一步选取工业源化学需氧量、工业源氨氮作为敏感性分析的污染物ꎬ对产业集聚的环境污

染减缓效应进行了稳健性检验ꎮ

本研究丰富和发展了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的理论研究文献ꎬ并为该理论提供了一个

基于发展中大国的经验证据ꎮ 本研究对于新时代下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的

政策启示在于:

(１)加快提升产业集聚发展水平ꎮ 早在 １９７２ 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宣言»和 １９９２ 年的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就提出ꎬ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大半是由发展不足造成ꎮ 对于中国当

前的环境问题而言ꎬ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归因于产业集聚发展不足造成的ꎬ因为从当前产业

集聚度门槛值看ꎬ中国在较多年份和较多省级行政区尚未跨越产业集聚门槛值(研究时段均

值为 ８.０６８％)ꎮ 在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ꎬ一旦跨越产业集聚水平门槛值ꎬ就会产生更强大的

环境污染减缓效应ꎮ 为此ꎬ在加快推进中国产业集聚发展进程中ꎬ应以提升产业集聚水平为

目标ꎬ遵循产业集聚的边际污染排放递减规律ꎬ进一步放大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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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把握集聚不足问题导向ꎬ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ꎬ把产业集聚与要素禀赋有机

结合ꎬ实行差别化的产业集聚发展战略ꎬ着力抓好已出台集聚政策的落地实施ꎬ使产业集聚的

发展红利转化为环境保护的发展新动力ꎮ

(２)构建更为严厉的环境规制体系ꎮ 被誉为中国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ꎬ国家也密集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更为严厉的法规、规章和标准ꎬ环境规制在环

境保护中的影响作用日益凸显ꎮ 但是ꎬ与发达国家相比ꎬ中国的环境规制的严厉程度还有待

进一步提高ꎮ 在本文的研究中ꎬ本文所使用的环境规制 (η <１)ꎬ其实就反映了这种现实ꎮ 为

此ꎬ在全面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ꎬ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与实

施要以发达国家为标杆ꎬ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环境污染抑制效应ꎬ找差距、明方向、添措施ꎬ在

理念、制度、保障措施等方面进一步突破和创新ꎬ加快构建更为严厉的环境规制体系ꎬ建立健

全环境规制制度体系ꎬ大幅度降低污染排放总量ꎬ持续改善中国环境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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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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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ａ ｍｏｒｅ ｓｔｒｉｎｇ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ꎻ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ꎻ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４８ꎬＲ１１ꎬＲ１２

(责任编辑:卢　 玲)

７０１




